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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女性参政中的差等正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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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差等正义意指建立在人的身份和等级基础上的，基于双重或多重标准而设立的有悖公共管理公共
性、公平性、公正性的行为规范。在当下中国，女性在高层参政中的席位缺失，在基层参政中的比例过低以及
整体参政结构失调等问题仍未消除，这些问题与女性的能力和水平关联较小，更多的是对女性身份的歧视和
排斥，属于差等正义的范畴，必须予以批判。当下中国应通过赋权来实现女性在参政中的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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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on Low － ranked Jus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XIE Zhiju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 The low － ranked justice means the code of conduct based on double or multiple standards
and people’s social positions and ranks． It is contrary to publicity，fairness，impartiality of public ad-
ministr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some problems have not been eliminated，such as lack of
seats of wom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high － leve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low ratio of
wom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grass － roots leve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unbalanced structure
of woma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etc． These problems are related more to the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of female identity than woman’s ability and position． They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low －
ranked justice，and must be criticized． The equal status of woma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should
be realized by empo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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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显然，罗尔斯所指的公平正义是应然层面的价值选
择，关涉社会规范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必须

予以平等地对待，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人格、人权等本质问题上优于其他人。然而事实是，尽管在过去几



个世纪里一些群体的平等诉求被制度和行为不断地强化，但当今社会仍有以妇女为主的一些群体并没

有完全享受平等的公民资格，他们常常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也不时受到经济方面的歧视和文化上的

排斥。这些排斥和歧视是正义标准双重性或多重性的必然结果，由此带来的必将是有差等的“正义”。

一、差等正义: 理论溯源及概念建构
追求平等、倡导自由是古今中外正义思想的主导潮流。但是，追寻历史可以发现，人的身份和等级

对平等与自由构成较大的限制，这一现象在封闭性与同质性较强、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尤为突出。正是
由于古代的统治者将平等、自由与人的身份和等级联系起来，因而被他们所称颂、用以维护其统治的正
义必是差等正义。差等正义的核心理念是: 人是有等级的，人的等级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必须按其与生
俱来的等级各行其是、各司其责才合乎正义。由于知识、能力和可利用资源的局限，古代社会的人们将
人的等级化辩称为自然界等级演进的结果，因而当时的差等正义思想得到统治者和一些民众的认可，并

被他们当作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价值原则予以接受。然而，虽然古代社会的差等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与
当时的等级社会结构是契合的，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依附贵族社会结构、带
有权贵取向的差等正义具有明显的等级烙印，其本质是对社会不平等的维护，必须予以批判。
其实，早在 2007 年，我国学者钱宁就对古代社会的差等正义现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批判。

他在《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集体主义: 论社会福利的政治和道德基础》一书中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
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都把正义看做某种等级社会的秩序与规范，在一种“礼仪差等”［1］的观念下进行
阐述。也就是说，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设定了不同等级的人群应遵守的道德规范或应具有的德性，这些规
范或德性规定了各个等级的权利或义务，他们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负其责，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
序地运行。［2］( P82) 那么，什么是差等正义呢? 钱宁指出，差等正义是指以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为前提，
通过对不同等级利益群体行为的协调，兼顾各方利益，从而防止各利益集团为了私利而侵害他人权利，

或进行争夺而导致社会的毁灭。［2］( P82) 差等正义是传统社会协调不同等级群体利益冲突的一种手段和
工具。对此，中国古代的荀子是这样描述的:“人之生，不能无群; 群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
分者，人之大害也; 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2］( P83) 荀子的意思很明了，认为差等正义是避免群体纷争和
冲突的政治依据。可以说，在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差等正义也是作为基于社会的自然本性的德性而被
人们所认同。然而，当代学者黄健荣却认为，差等正义是前工业社会维系等级制度与专制制度的重要理
论支撑，该理论认为人与人尤其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符合正义的，该理论把不平等
视为平等、不公正视为公正、不自由视为自由，这些都是极其不合理的。［3］( P65) 而依据差等正义进行的管
理必将维系等级、奴役与专制秩序，强调臣民的绝对效忠与服从。
可见，尽管当代学者对差等正义的描述和阐释不尽一致，但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一

是认为差等正义是不正义的; 二是认为差等正义是建立在个人身份和社会等级基础之上的; 三是认为差

等正义都源于古代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主的政治哲学思想，其思想的核心是“人是有等级的，人的
等级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必须按其与生俱来的等级各行其事、各负其责”。基于此，本文所指的差等正
义是指建立在人的身份和等级基础上的，基于双重或多重标准而设立的有悖公共管理公共性、公平性、
公正性的行为规范。该行为规范与正义标准的双重或多重性有很大的关联。所谓正义标准的双重性或
多重性是指“对不同社会身份、等级、地位的人适用不同的正义标准，设置不同的道德规范，或者同样的
行为因其行为者的社会身份、等级和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在双重或多重正义标准的影响下，劣
势地位者的平等要求获得了“一种双重意义”: 一方面，它是反对社会不平等的自发回应。就此而言，它
是革命性本能的表达，并且在其中而且只能在其中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平等要求变成一种反对作为
“等价”原则的正义的回应，［4］( P157 － 158) 这种回应的典型表现就是对差等正义的批判。

二、女性参政中的差等正义批判: 政治话语微弱
本质而言，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已经在法律文本中得以解决，但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事实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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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组织利益或社会整体价值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性别歧视现象与性别等级模式依然存
在，这种存在虽不是公共管理制度排斥的直接产物，但与非正式制度中“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传统
文化有关，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排斥。站在政府的角度，非正式制度排斥与其施政纲领没有太大的关联，
但是，政府明明知晓女性在就业、参政中遭遇了大量事实而非法律上的排斥，却没有采取更强有力的措
施来予以矫正，也鲜有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遭致女性“同工不同酬”的组织或个人进行惩罚，这说明政
府对我国女性面临的事实上的社会排斥持保守态度，这种态度是不正义的，有默许甚至纵容之嫌。因
此，女性参政中遭遇的不平等现象也属于差等正义的范畴。
妇女参政是指妇女作为正式的群体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政治权利、表达政治诉求、管理社会公共事

务的过程。［5］妇女参政包括两方面的参与: 一是民主参与，即妇女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民主权利，包
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民主监督，以及通过言论、出版、结社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权
利。二是权力参与，即妇女进入国家各级政权领域，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务的决策与
管理，直接担任各级各类领导职务，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6］也有学者把妇女参政分为知
政、议政、参政和从政四个方面。［7］( P121) 但不管怎么划分，女性参与选举和被选举的基本层面和参与国家
权力运作的实质层面都是衡量女性参政的主要指标。

我国女性参政中差等正义的首要表现是女性在高层参政席位的缺失。主要指妇女参加全国人大、
政协、政治局等决策机构的情况，以及妇女参与国务院各部门的决策情况和在各部门担任要职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女性人大代表和女常委的比例是稳中有升，但女代表的比例始终在 20%左右徘
徊，［8］女委员的比例却始终在 13%左右浮动，女性的比例是男性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与社会赋予
女性“半边天”的称号相去甚远。而全国政协女委员的比例，始终在 12% － 18%左右徘徊，政协女常委
的比例更低，约为 10%左右，不及男性的十分之一( 详见表 1) 。

表 1 改革开放后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

届别及召开年份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女代表 女常委 女委员 女常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第五届( 1978 年) 742 21． 2 33 21 289 14． 5 24 7． 6
第六届( 1983 年) 632 21． 2 14 9 258 12． 5 33 11
第七届( 1988 年) 634 21． 3 16 11． 9 288 13． 8 28 10
第八届( 1993 年) 626 21． 0 19 12． 3 283 13． 5 29 9． 2
第九届( 1998 年) 650 21． 8 17 12． 7 341 15． 5 29 9． 0
第十届( 2003 年) 604 20． 2 21 13． 2 373 16． 7 35 11． 7
第十一届( 2008 年) 637 21． 3 26 16． 2 396 17． 7 — —
第十二届( 2013 年) 699 23． 4 25 15． 5 400 17． 9 — —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著的《中国妇女儿童状况: 事实与数据》( 2003 年) ，以及新华网、新浪网
上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不仅如此，虽然女性中国共产党党员、女性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比例在逐年稳步增长。2000 年、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7 年全国女性中国共产党员的比例分别为 17． 4%、17． 8%、18． 6%、19. 7%和
20． 4%。与此同时，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中女性党员代表的比例分别为 16. 8%、18．
1%、20． 1%、23%，上升趋势也比较明显。［9］( P66) 但是，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的女性比例与男性的差距
却逐渐拉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中的女性比例远远低于中国共产
党代表的女性比例。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比例最低，低于 10%，常年在 5%左右徘徊; 中
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的比例稍高，但也从未超过 15% ( 详见表 2) 。
之所以出现高层参政中的女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女干部任正职的人数过少，

而中央委员的基本要求是各大单位的正职负责人。也就是说，在我国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中，女性的比例
非常低。这再次证明，从纵向的历史来看，我国女性高层参政的增速十分缓慢，在有些岗位上甚至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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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降的趋势; 而从横向来看，国外的女性高层参政比例在飞速前进，以致我国妇女的参政情况在国际

上的地位日益下滑，已从 90 年代初的中上水平滑至现在的中下水平。
表 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女性比例

届别及召开年份 中国共产党代表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

第十二大( 1982 年) — 4% 5． 2% 9． 4% 9． 1%
第十三大( 1987 年) — 0 5． 7% 10． 9% 11． 6%
第十四大( 1992 年) — 0 6． 3% 9． 2% 8． 3%
第十五大( 1997 年) 16． 8% 0 4． 1% 11． 2% 12． 1%
第十六大( 2002 年) 18． 1% 4． 2% 2． 5% 13． 9% 11． 6%
第十七大( 2007 年) 20． 1% 4% 6． 4% 14． 4% 13． 9%
第十八大( 2012 年) 23% 8% 3． 4% 13． 5% 9． 2%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共产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中的数据整理而成。http: / /cpc． people．
com． cn /GB /64162 /64168 /106155 /106156 /6439183． html．

我国女性参政中差等正义的第二个表现是女性参政结构失调。我国女性参政、议政的结构方面存
在很多问题，例如，边缘部门多，中心部门少; 副职多，正职少; 虚职多，实职少等“三多三少”现象，以及
“权力尖端缺损”［6］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省部级及以上干部中，女性所占的比例由 2000 年的
8%上升到了 2006 的 10． 4%，上升 2． 4% ; 地厅级干部中，女干部的比例则由 10． 8%上升到 13． 3%，增
幅为 2． 5% ; 县处级干部中，女领导的比例则升至 17． 5%，增幅也为 2． 4% ( 详见表 3) 。［10］由此得出两个
结论: 一是女领导在地方政府中的比例在逐年增加，但增幅却极为缓慢，增加后的比例亦远远落后于男

性; 二是越到上层政府，女性干部的比例尤其是正职女干部的比例越低。2003 年，在省部级、地厅级和
县处级三级领导干部中，女性任正职的比例分别为 0． 2%、1． 7%和 4． 6% ; 而 2006 年，这组数据虽然分
别上升为 1． 0%、2． 0%和 5． 1%。［10］但是，上升后的比例仍然很低。这在中央层面尤为明显。2000 年，
国家领导人中有 4 位副部长是女性; 2003 年，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时女性才在国内高层决策层崭露头
角。而且，即使女性担任领导职位，也主要是被安排在科教文卫等领域。也就是说，即使女性参政，也是
远离决策和核心层面的，这是实现女性平等参政的隐形障碍，会直接导致女性在决策层的话语权缺失，

进而产生政治情感疏离。
表 3 2000 － 2006 年地方政府女性领导干部情况

年份
女干部比例 女正职干部比例

省部级
及以上 地厅级 县处级 省部级

及以上 地厅级 县处级

2000 年 8% 10． 8% 15． 1% — — —
2001 年 8． 1% 11% 15． 5% — — —
2002 年 8． 3% 11． 7% 16． 1% — — —
2003 年 9% 12． 5% 16． 7% 0． 2% 1． 7% 4． 6%
2004 年 9． 9% 12． 6% 16． 9% — — —
2005 年 10． 3% 12． 9% 17． 2% — — —
2006 年 10． 4% 13． 3% 17． 5% 1． 0% 2． 0% 5． 1%

资料来源: 根据网上资料《中国妇女参政》和沈奕雯专著《中国特定政策领域中的性别主流化》第 35 页的
数据整理而成。

我国女性参政中差等正义的第三个表现是女性在基层组织中的参与比例失调。近年来，随着民主
化、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妇女参与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层政权的比例在逐步提高。其中，居委会的
女性参与比例一直在 60%左右徘徊，大多数时候是过半的。村委会中的女性参政比例呈稳步上升趋
势。例如，2003 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 16． 1%，2005 年为 25． 5%，2006 年达到了
23. 2%，比 2003 年提高了 7． 1 个百分点( 详见表 4) 。尽管如此，在女性比例较低的村委会中，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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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职位都是妇女主任、会计等边缘性岗位，村主任、村支书等关键性岗位的女性比例尤为低下。这
一点，笔者在 2011 － 2012 年贵州民族大学举办的 10 余期村主任培训班上所做的调查结论可以印证。

表 4 2000 － 2006 居委会、村委会中的女性比例

年份 居委会女性比例 村委会女性比例

2000 年 59． 1% 15． 7%
2001 年 58． 7% 15． 5%
2002 年 60． 5% 16． 1%
2003 年 58% 16． 1%
2004 年 ——— ———
2005 年 58． 7% 25． 5%
2006 年 48． 2% 23． 2%

资料来源: 根据新浪网资料《中国妇女参政》中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作为授课教师，笔者参加了 3 期培训班，分别是 2011 年 11 月毕节市威宁县村主任培训班、2012 年
4 月与 6 月贵阳市花溪区村主任培训班。三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13 份。在 200 位明确填写身份的
村支书和村主任中，女性仅有 9 位，其中村支书 6 位、村主任 3 位，比例为 4． 5% ( 详见表 5) 。虽然此次
调查没有完全按科学的方法抽取样本，但是按片区划分的培训名单中女性比例极少的事实还是让人吃

惊。这与 2004 年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社会中的男人与女人———事实与数据》中的调查结论不谋而合。
那次调查显示，在全国各地的 1184 个村委会班子中，女性主任仅占 2． 3%，女性村支书仅占 2. 5%。［10］

表 5 村干部职务与性别的交互分析

职位
您的性别是

女 男
合计

村支书
人数 6 155 161
百分比 3． 7% 96． 3% 100%

村主任
人数 3 32 35
百分比 8． 6% 91． 4% 100%

支书兼主任
人数 0 4 4
百分比 0 100% 100%

合计
人数 9 191 200
百分比 4． 5% 95． 5%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调查数据自制而成。

由是观之，我国妇女参政的事实是: 高层女性领导、正职女性领导、在重要职位上女性领导的比例偏
低，而中层女性领导、副职女性领导、在次要职位上的女性领导比例明显偏高。尽管如此，乡镇与村级的
基层女干部也比较匮乏，即使有，也主要是负责分管卫生、教育、科学以及妇女方面的工作，而在综合部
门、经济管理部门、科技部门等比较重要的领域，基层女干部的比例明显偏少。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
职位几乎都是女性传统角色、家庭角色的延伸。如果用图来表示，我国女性干部呈“菱形”。高层尤其
是中央层面的女性干部很少，基层尤其是农村的女性干部更是凤毛麟角，中间层的女性干部数量较多。
这说明，女性参政的数量、层次、领域等都比较狭窄，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而女性在政治参与中被边缘的
主要原因，不是女性的能力和水平不行，而是“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作祟。
本来，两性的生理差异与法律地位是无关联的，而现行的法律基于生理性差异之上的归类与等级区

分只是反映了男权文化的偏见和不正确的旧习。“由于性别就像种族和民族一样，完全是由出生这一
偶然事件决定的不可改变的特征，因此，因性别而对某一性别的人施加特殊的资格限制，看来违背了我

们制度的基本理念，使性别区别于诸如智力或身体残疾等无可争议的类别并将性别与公认的可疑标准

联系起来的东西，乃在于性别特征与个人干一番事业或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往往无关。”［12］( P971) 可见，
参政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排斥的错误在于将性别建立在等级基础之上，将不同性别的人划分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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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以致他们在经济待遇、政治权利和文化领域中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正如 J．范伯格所言，“普
遍平等的人权学说是以平等和普遍的人的价值概念为前提的，这个概念与人的优良品质的观念有着明

显的区别。我们可以根据人的才能技艺、特性、个性特征和其他各种可以品评的性质将人们分等评定，
但就人的价值而言( 根据定义) ，一切人都必须相等”。［13］( P129) 虽然，男女之间在性格、身高、体重、思维方
式、情感表达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有范畴上的性别差异。当然，这里所说的范畴上的性别差异是指
而且也仅仅是指，绝大多数女人具有繁殖后代的能力，男人一个也没有。［12］( P982) 但是，这种差异不能作
为人们区别对待的借口和理由。既然生理上的“性别差异”被放大成了社会中的“性别等级”，性别所带
来的就不仅仅是“男人”与“女人”的问题，而是“支配与被支配”、“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从这个角度
来说，作为一种问题的存在，性别歧视或性别排斥就不是某一阶层、某一群体或男性的行为，而是整个社
会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维度作用的结果。为此，弗雷泽指出，性
别是一个二维的社会差异，既不仅是阶级也不仅是身份群体，性别是起源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身份制度

的一个混杂的类别。［14］( P15) 显然，女性参政缺失具有明显的差等正义意蕴，其结果必然导致女性政治参
与权旁落，进而导致政治话语权微弱。

三、女性参政中的差等正义矫正: 通过赋权实现参与平等
当然，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忽视男女的生理差异而走向完全的性别均等。这一点，托克维尔的描述

比较精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 我们不难想到，强制两性平等，反而会损害双方; 应叫
男子去做本来应当由女子去做的工作或者相反，必然出现一些柔弱的男人或一些粗野的女人。美国人
确信，进步并不是使性别不同的人去做几乎相同的工作，而是让男女各尽其能。［15］( P753) 试想一下，如果
男女平等没有注意到女性由于生理与心理的自然差别以及社会建构的性别权力的差别，而给予妇女以

特殊的法律保护，男女平等保护的结果就只能是妇女权利在实际上受到侵犯，最终导致女性对男性的制

度性屈从。正如麦金侬所指出，“一视同仁的平等观念本身就可能成为导致妇女从属地位的帮凶，如果
从男人的规范或男性标准的角度来判断妇女的平等，就更是如此”。［12］( P988) 因此，“同等地对待事实上的
不平等是莫大的不公正”。［16］( P367)“对资源、资质明显不一的人，不计他们之间切身的差别，一律给予同
等待遇，反而是一种歧视，这样不顾实际情况而空谈平等对待，既不正义，也是对宪法原则的不

忠。”［17］( P118) 为此，南茜·弗雷泽认为，性别平等意味着七种不同规范性原则的混合物，这七种规范性原
则是: 反贫困原则、反剥削原则、收入平等原则、休闲时间平等原则、平等尊重原则、反边缘化原则、反大
男子主义原则。［18］( P47 － 50) 南茜·弗雷泽还指出，上述七种原则都是必要的和基本的，除非能够满足所有
这些原则，后工业福利国家才能实现性别平等。［18］( P51)

要实现弗雷泽提出的女性平等的七项原则，给女性赋权就是不错的选择，这也是矫正女性参政中差

等正义的主要途径。给女性赋权即赋予女性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这其中，参与平等是衡
量女性是否被充分赋权的主要指标。参与平等意味着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参与平等和女性内部的参与平
等，他们都对男性和女性的权利是否平等提出诉求。这些诉求表明，制度化的偏向男性的文化规范拒绝
女性的平等参与是不合理的，必须予以纠正。因此，必须通过公共论辩的形式，争论关于现存的制度化
的文化价值模式是否阻碍女性的平等参与。同时，参与平等也在两种意义上成就正义: 一是它包含相互
作用的所有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关系; 二是它预设人类的平等道德价值。［14］( P36) 此外，参与平等这一原
则具有表达民主正义反思性特点的双重性质。一方面，这一原则是一种结论性概念，它详细说明正义的
一个有实质意义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人们会认为当且仅当所有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时候，政

府才具有合法性，社会的制度安排才是恰当的。另一方面，参与平等也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它详细说明
一个过程的规范，依据这种规范，人们可能评估规范的民主合法性: 当且仅当规范能控制所有人都能公

平合理地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这些规范的民主才是合法的。［19］( P28 － 29)

参与平等的目的是妇女有充足的代表权，使她们在公共领域中有表达权利的足够机会和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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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女性的参与平等成为可能，至少有两个条件需要满足: 一是物质资源的分配必须确保女性的独立性

和发言权，这是参与平等的客观条件; 二是要求制度化的价值模式对女性表达与男性同样的尊重，并确

保取得社会尊重的同等机会，这是参与平等的主体间条件。客观条件意味着将剥夺、剥削和财富、收入
和休闲时间中的总体不均等进行制度化的社会安排，主体间条件排出了系统地贬低女性和与她们相关

的品质的那些制度化概念。客观条件使人开始关注传统上与分配正义理论相关的关系，尤其是关注属
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上被定义的阶级差别的关系。主体间条件开始使人关注最近在承认哲学中突
出的关系，尤其是关注属于社会的身份秩序和文化上被定义的身份等级制的关系。［14］( P28 － 29) 而不论是客

观条件还是主体间条件，对女性的参与平等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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